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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論語》學之經解特色── 

以孫綽《論語孫氏集解》為探討中心 

                                                                                                                                  

吳慕雅 

摘要 

        東晉時期的《論語》學，向來較少為學界所關注，孫綽做為最

早三教交涉理論融攝的思想家，其《論語》注解特色在於引玄釋入

儒，透過玄理的建構，體現在具有形而上意義的內聖之道，不但反

映東晉的學術風尚，在《論語》學研究亦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孫綽

現存的作品不多，本文擬從孫綽的《論語孫氏集解》現存的殘文(主

要收錄在皇侃的《論語義疏》)，探討其注解《論語》的基本立場及

觀點，以期補東晉時期儒學經解的不足。本文欲研究之主題，分成

三部分：一、孫綽：東晉《論語》學研究的個案。二、體玄識遠：

引玄釋入儒的《論語》學視域。三、出處同歸：三教交涉的聖人形

象。再分別探討其中重要觀念，對「玄」、「理」、「命與時」、

「德」之解釋，透過經解之對照反映觀念字之解讀的時代變化及學

術史的探索，及其聖人論「玄儒風範與形象」、「體仁無違及擬聖

之道」之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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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Metaphysics to Confucianism : 

Shun Cho's Exegesis of the Analects 

 Mu-Ya Wu 

Abstract 

The study on The Analects has received little concern for scholars of 

the East Jin Dynasty.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annotations on The Analects 

in the middle of East Jin Dynasty is Shun Cho's Exegesis of the Analects, 

whose characteristic is applying "from metaphysics to Confucianism"－

the practice of being a saint by means of philosophical thinking; it not only 

reflects the academic atmosphere of the East Jin Dynasty, but also is a 

milestone in the study of The Analects .Since Shun Cho's works there are 

only a few,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his standpoint and viewpoint of The 

Analects based on his Exegesis of the Analects (mainly collected in Huang 

Kan's Annotations of the Analects) so as to be a supplement for the lack of 

annotations on The Analects in terms of Confucianism in the East Jin 

Dynasty. This paper will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first, Shun Cho as a 

case study on The Analects in the East Jin Dynasty; second, th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f " From Metaphysics to Confucianism; "third, the 

image of saints by blending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Some 

key concepts such as "Voidness", "Reason", "Fate and Chance", "Virtue" 

will also be discussed. Furthermore, the meaning of "being a saint "will be 

elaborated in terms of "enlightenment", "freedom from persistence, " and 

"practicing benevolence and imitating s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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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意識的提出 

一個時代的話語往往反映當時的時代風尚，在思想的連續與非

連續性的思考中也呈現複雜的面貌。艾爾曼（Benjamin Elman）認為

話語的斷裂昭示著觀念形成及其相互關連與共存的模式如何從一個

時代向另一個時代戲劇化的轉變，往往以「時代精神」（spirit of 

age）等名目提及的東西，是便捷的方法以辨識出一個特定歷史時代

思維模式的獨特性。1 而對於經解知識問題的探討，從認識論的角度

來界定可以被接受的知識和推理的條件的先決條件，福柯（Michel 

Foucault）認為從思想史的構成一種分析的方式，試圖發現話語記載

的直接經驗，在歷史的線性形式中發展的重建，但從知識的考古確

定話語的特殊性，能對話語作出差異分析。2對於魏晉南北朝南北學

術風尚的差異，《北史‧儒林傳序》有云「大抵南北所為章句，好

尚互有不同。……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3」，

又，類似記載見於《世說新語‧文學》「褚季野語孫安國云：『北

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4但一

者為史學觀察視角、一為文學角度的紀錄。而往往易忽略的是《北

史．儒林傳序》下文云「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疏方

同致矣」，涉及士人立身的價值傾向；而《世說新語‧文學》則是

針對二者話語的第三者讀者反應批評「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

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

日。』」，且「嘉錫又案：此言北人博而不精，南人精而不博」又

出現文本箋疏者另一種批評話語。凡此，用以說明本文在處理孫綽

                                                           
1 〔美〕本杰明．艾爾曼（Benjamin Elman）著，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譯：《經

學．科舉．文化史：艾爾曼自選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108。 
2 〔法〕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著，謝強、馬月譯：《知識考古學》

（北京市：生活．讀書．新知三連書店，2010 年），頁 151-153。 
3  唐‧李延壽撰：《新校本北史并附編三種四》（臺北：鼎文書局，1976

年），頁 2709。 
4 劉宋‧劉義慶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2008

年 4 刷），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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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孫氏集解》5的分析視角，應如何給予其適當之定位？而孫綽

之注解有「蘊味宏深，而辭饒清麗」的特點6，反映在東晉時期集解

《論語》的風尚中又具有何種特殊的地位？ 

以東晉經學著作數量而言，劉運好認為見諸史籍可考的東晉經

學著作，其數目超過西晉，甚至兩漢。其中以《禮》學、《易》

學、《春秋》學及《論語》學最為發達7，說明東晉對《論語》學注

解的重視。揆諸其因，認為東晉經學的繁榮取決於三方面：崇儒興

學的基本文化國策以及由此形成發達的郡縣之學、淵源深厚的世族

家學以及由此涵養的學者的學術自覺意識、「以玄對山水」以及由

此而培育出的文化賞玩心理。8此說明孫綽作為一個研究的個案，其

多重身分的特殊性反映在其詮釋的立場。東晉時期的《論語》學，

向來較少為學界所關注9，東晉中期具代表性的《論語》注即為孫綽

                                                           
5 馬國翰之《玉函山房輯佚書》收有孫綽《論語孫氏集解》；程樹德之《論語集

釋》收唐以前古注，有孫綽《論語集注》；皇侃《論語義疏敘》則云收江熙

所集諸家之說，有「晉廷尉太原孫綽字興公」。本文依據之版本為梁‧皇侃

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2刷）。是書以日

本武內義雄整理懷德堂本為底本，以《知不足齋叢書》本及《四庫全書》本

為校本，按孫注《論語》現存的文句不多，較各版本差異僅存 37 條注文。本

文為求行文一致，統一用《論語孫氏集解》，《論語》文句解釋稱引他家之

說，皆引自皇侃《論語義疏》，如有引自他書則另標明。 
6 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中收有《論語孫氏集解》一卷，此為《論語孫

氏集解》序。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第四冊（江蘇廣陵古籍刻

印社影印，揚州市：揚州古籍書店，1990 年），頁 378。 
7 劉運好：〈東晉經學發展論〉，《中原文化研究》（2017 年第 3 期）頁 74。

作者考證 306 種經學著作，尚未包括各種小學類。 
8 劉運好：〈東晉經學發展論〉，頁 81。 
9 目前針對孫綽《論語孫氏集解》之單篇論文，如江海雲：〈孫綽《論語》注中

的孔子形象分析〉，《商丘師範學院學報》10 期（2011 年 7 月），頁 52-57。

王雲飛：〈孫綽《論語孫氏集解》玄學思想研究 〉，《石家莊經濟學院學

報》34 卷 2 期 （2011 年 4 月），頁 17-21。專書則有閻春新：《魏晉南北朝論

語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年），是書第六章第一節有

「孫綽《論語》注中的孔子形象」。該書對東晉《論語》學研究有特別的關

注，但對於孫綽《論語孫氏集解》的義理性發揮仍有所不足。涉及東晉《論

語》學之專書另有宋鋼：《六朝論語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但對孫綽並無特別關注。其餘論著大都針對孫綽文學成就及其家族之

世系考，並無對孫綽《論語孫氏集解》有較細部的發揮，如趙莉：《孫綽研

究》（河南：鄭州大學碩士論文， 2007 年）。吳心怡：《魏晉太原孫氏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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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論語孫氏集解》，其注解特色在於引玄釋入儒，反映了東晉的

學術風尚，因此在《論語》學的研究具有特殊的意義。遠藤祐介認

為孫綽為東晉奉佛士大夫的代表人物，反映了東晉士大夫的思考特

徵，在對道、自然、涅槃的探討時，佛教和三玄的融合是為重要的

課題。10福永光司認為孫綽為中國思想史上最初三教交涉的思想家，

也注意到《論語孫氏集解》的重要性。11蜂屋邦夫則在福永光司的基

礎上進一步發揮，認為孫綽的思想只有立足在自然法則原理的認識

上，才能達到對儒教、老莊思想和佛教統一的理解。而這種涵蓋對

現實理論的追求，對世界抽象的思考，也是其所處的東晉社會的特

殊時代所規定的12，因此他認為《論語孫氏集解》與《喻道論》有關

聖人的解釋並不矛盾。13這也開啟如何去思考東晉時期三教交涉的議

題及孫綽三教交涉的立場如何反映在詮釋《論語》上？ 

        此書之文獻流傳，《隋書‧經籍志》著錄為十卷，皇侃《論語

義疏》中所收孫綽注，乃據江熙《集解論語》，其所取的十三家中

孫綽亦為相當重要的一家，惜其注疏今已無法查其全貌。14按孫綽現

存的作品不多，本文擬從《論語孫氏集解》現存的殘文（主要收錄

                                                           

學與家風》（臺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3 年）。賈婷：《兩

晉太原孫氏詩文研究》（山東：山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2010 年 5 月）。江

淑君：《魏晉論語學之玄學化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

論文，1997 年）。柯金木：《魏晉論語學考述》（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

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 年）。另，吳艷〈21 世紀以來魏晉南北朝儒學發

展研究述論 〉一文則對大陸地區魏晉南北朝儒學發展的研究論著有較詳細的

評析與說明，可資參考。見吳艷：〈21 世紀以來魏晉南北朝儒學發展研究述

論〉，《唐都學刊》，第 33 卷第 6 期 （2017 年 11 月），頁 92-98。 
10 遠藤裕介：〈孫綽撰『遊天台山賦』と般若経世界〉，《智山學報》，第 52

期（2003 年），頁 114。 
11 〔日〕福永光司：《魏晉思想史研究》（東京都：岩波書店，2005 年），頁

87。 
12 〔日〕蜂屋邦夫著，隽雪艷、陳捷等譯：《道家思想與佛教》（瀋陽：遼寧

教育出版社，2000 年），頁 149。 
13 〔日〕蜂屋邦夫著，隽雪艷、陳捷等譯：《道家思想與佛教》，頁 149。 
14 六朝時期出現百家注《論》的繁盛局面，皇侃《論語義疏》以何晏《論語集

解》為藍本，廣采東晉江熙《論語集解》中十三家之說，及西漢揚雄以來至

當世的論語學成果，徵引文獻超過四十家，不但融合今古文，且打破師法、

家法。宋鋼：〈學術史視野下的六朝論語學〉（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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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侃的《論語義疏》）15探討其注解《論語》的基本立場及觀點，

並透過皇侃《論語義疏》諸家論點進行說明比較。16閻春新認為放觀

魏晉南北朝，只有東晉具有儒家經傳詮釋多元化的特色；而《論

語》注經的多元化格局在東晉最終形成及突破，可基本概括《論

語》思想在東晉的進展及開拓歷程。反映在東晉經學上，則是玄、

儒、佛這三大思想流派，都在東晉《論語》注文中有所體現。17孫綽

《論語集解》之注解方式，不拘舊注並能出之以新意，有別於漢儒

的章句訓詁而以義解為主，並透過玄理的建構體現在內聖之道。因

此本文擬以文獻分析為主，並佐證當代研究東晉《論語》學的重要

論點，主題以三部分進行論述：一、孫綽：東晉《論語》學研究的

個案。二、體玄識遠：引玄釋入儒的《論語》學視域。三、出處同

                                                           
15 關於皇侃《論語義疏》之版本流傳，據傅熊〈經典注釋文本與流行版本的異

同──以《四庫全書》本皇侃《論語義疏》為例〉一文云，認為其書於中國

失傳，又由日本傳回，但《四庫全書》中所收的本子明顯有文句的不同，並

認為懷德堂修訂本為原版本最好的重構。傅熊：〈經典注釋文本與流行版本

的異同—以《四庫全書》本皇侃《論語義疏》為例〉，《世界漢學》，第三

期（2005 年），頁 198-209。 
16 室谷邦行指出皇侃的注網羅各家注的異同，並盡力去闡明每個問題點，鋪陳

各說並從中比較，不同於何晏只是單純並列各家注的作法，且皇侃作注時具

有疏破母注，另立新解的特點。見室谷邦行著，陳靜慧譯：〈皇侃《論語集

解義疏》──六朝疏學的展開〉，收於松川健二編，林慶彰等合譯：《論語

思想史》（臺北市：萬卷樓，2006 年），頁 127。因此孫綽《論語孫氏集

解》的佚文也有賴皇侃《論語義疏》得以「部分」存焉，孫綽做為最早三教

交涉理論融攝的思想家，又為當時著名之玄言詩人，其《論語孫氏集解》具

有玄風色彩，應為合理之推論。因此本文文獻擬透過皇侃《論語義疏》諸家

論點之交叉比較，更能看出孫綽《論語孫氏集解》之特色。 
17 閻春新在《魏晉南北朝論語學研究》一書言東晉《論語》注經多元化的特

點，具有三大傾向：包括李充、孫綽、殷仲堪在內的東晉玄學家與東晉士人

張憑、江熙等為魏晉玄風所影響，在注解《論語》中繼續援道入儒，注之以

王弼、何晏的玄學義理而進一步玄學化；堅持漢末治學傳統的以蔡謨、范甯

為代表的東晉經學家則扶植名教，對抗玄風，在注解《論語》中固守文本

「本意」而注釋有典有則；庾翼等注解《論語》時援佛入儒，將聖人佛陀化

而出現佛玄新傾向。其次，在注經特色與學風上，東晉《論語》注則兼有

南、北朝各自的特色；再者，在地域上，主要活動于建康的庾亮、庾翼等中

央士族與蔡謨等南渡士大夫，李充、孫綽等隱居剡縣的玄學名士，張憑、虞

喜等吳姓士人與以范甯為代表的江州經學家，各自對《論語》的說解，更增

添了其多元化的特色。閻春新：《魏晉南北朝論語學研究》（北京：中國社

會科學出版社，2012 年），頁 468-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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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三教交涉的聖人形象。進而探討其中重要觀念，如「玄」、

「理」、「命與時」、「德」，透過經解之對照反映觀念字之解讀

的時代變化及學術史的探索，及其聖人論「玄儒風範與形象」、

「體仁無違及擬聖之道」之內涵。本文意圖藉由孫綽的《論語孫氏

集解》呈顯東晉論語學之時代特色，同時說明引玄釋入儒之經解方

式對經學及儒學研究的影響，並進一步說明孫綽的《論語孫氏集

解》在東晉學術發展史上的特殊地位。 

二、孫綽：東晉《論語》學研究的個案 

孫綽治《論》的背景反映時代學術風尚，就魏晉經學文獻的特

點而言，「集解式注經是魏晉學者對兩漢及當時新出經學成果批判

吸收的總結性研究」18，汲取前人所長及時人見解，兼取非儒學經典

互證，又通過注經闡發自己的思想。據編年統計，魏晉時期集解

《論語》及《春秋》二經的著述較多19，東晉時期如江熙《論語集

解》（十二卷）、衛瓘《集注論語》（八卷）、崔豹《論語集義》

（八卷）、孫綽《集解論語》（十卷）等。援道入儒、注重經義闡

發是其特點。20而東晉集解《論語》的興盛及風氣應與魏晉時期士族

的經學教育與博學風氣有關，經學教育為世家大族賴以存續、壯大

的條件，客觀的外在因素則主要包括經濟、學術與政治地位，家學

中的基礎經學教育內容是以《論語》、《孝經》為基礎教材。21宋桂

梅對於魏晉時期中家學的傳承也言及官學不振，家學尚有可觀，經

學和儒學教化乃家族教育的重要內容，並以錢穆、陳寅恪之說佐

證，認為家族學術積累也推動經學的發展，同時私學的興盛也促進

                                                           
18 宋桂梅編著：《魏晉儒學編年》（成都市：四川大學出版社，2014 年），頁

8。 
19 宋桂梅編著：《魏晉儒學編年》，頁 8。 
20 宋桂梅編著：《魏晉儒學編年》，頁 10。 
21 郭永吉：《六朝家庭經學教育與博學風氣研究》（新北市：華藝學術出版

社，2013 年）。詳見第三章，頁 75-122。作者又引何休《春秋公羊注疏》序

「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認為

《論語》、《孝經》乃「聖人言、行之要」是聖人言行的重要紀錄，也是瞭

解聖人體天道而作之經書重要的基礎與途徑，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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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儒學的發展。22高門大族的儒學傳授，如《晉書》卷九六《王凝

之妻謝氏傳》「叔公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23」，可為之

證。在東晉元帝時，《論語》、《孝經》一度又被立為學官，如

《晉書》卷七十五《荀崧傳》「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

易》王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24，學官的設立

也影響士族立身進階的價值取向。因此《論語》作為一種系統性的

學問被探討25，也可以理解孫綽注解《論語》之因。 

東晉時期的經學具有「玄儒兼綜」的傾向，儒學在官方仍具有

正統的地位，而東晉士人的學術風尚必然會反映到經學領域中，因

此出現經學的玄談化及儒、道、佛調和的傾向。《晉書》卷七十

《應詹傳》就有提及應詹上疏崇儒，有云： 

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放為夷達，以儒術清儉為鄙

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今雖有儒官，教養未備，非所

以長育人材，納之軌物也。宜修辟雍，崇明教義。26 

東晉南朝時期「玄理雙修」是世家豪族中，特別是反映世家豪

族的利益的文人儒士流行的風氣。27但東晉時期士人對儒學並非全盤

式的接收，而是出之以「引玄入儒」的解經方式。黃俊傑認為解經

以求「道」的方法，是解經者主體的彰顯，解經者與經典未能保持

動態的平衡，以解經者己身的生活經驗與思想系統契入經典，構成

一種「主體性的張力」。他以王弼的《論語》注為例，其會通儒道

                                                           
22 宋桂梅編著：《魏晉儒學編年》，頁 4-6。 
23 唐‧房玄齡等撰：《新校本晉書并附編六種四》（臺北：鼎文書局，1978 年）

頁 2516。 
24 唐‧房玄齡等撰：《新校本晉書并附編六種三》，頁 1975。 
25 魏晉時期無「論語學」的說法，按《論語》學一詞見於梁啟超《中國近三百

年學術史》，其中有云「《論語》學在漢有齊、魯、古三家」。梁啟超：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南京市：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 年），頁 197。 
26 唐‧房玄齡等撰：《新校本晉書并附編六種三》，頁 1858-1859。 
27  章權才：《魏晉南北朝隋唐經學史》（肇慶市：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

年），頁 175。作者指出東晉南朝時期世家豪族「玄理雙修」的顯學一是玄

學、一是禮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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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認為因此產生原典所未見的新義。28湯用彤亦認為「用忘象得

意之原則，以建立玄學。而其發現此原則，實因其於體用之理，深

有所會29」，此皆說明魏晉士人以玄解經的特色。但東晉有別於前朝

經解的方式在於與三教的關聯及以玄儒文史作為其人生理想，對於

士人具備的知識教養而立足於儒佛道或兼習玄儒文史，在現實生活

構築出獨特的世界觀及時代精神。吉川忠夫定義六朝式精神，提出

六朝式精神的諸相四個面向：容納佛教、隱逸思想、山水思想、

「自然」思想，亦即朝著「非政治的、超越的、永恆的世界飛翔的

心迹之表白30」，也反映在對儒學的批判上。吉川忠夫並借用宇都宮

清吉之言認為「六朝的精神是在超越了漢代的禮教主義的方外主義

當中以完美的表現而體現出來的」。31以上諸說，在不同層面反映孫

綽所處東晉時代的特殊意義。 

孫綽作為東晉經學研究的個案，具有多重身分（玄學家、詩

人、隱士、士族、政要），其《論語》學視域的特殊性，也在於其

玄儒釋兼綜的學術背景。其人見諸典籍記載，孫綽（314－371），

字興公，太原中都人，官至廷尉卿。32據《晉書》本傳言其「博學善

屬文33」，活躍於東晉中期，以文才著稱於世，對文學、佛學、玄學

                                                           
28 黃俊傑：《儒家思想與中國歷史思維》（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14 年），頁 149。 
29 湯用彤，《魏晉玄學論稿》，頁 95。見賀昌群等：《魏晉思想》甲編五種

（臺北市：里仁書局，1984 年）一書。 
30 〔日〕吉川忠夫著，王啟發譯：《六朝精神史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

社，2011 年 3 月），頁 6-7。 
31 〔日〕吉川忠夫著，王啟發譯：《六朝精神史研究》，頁 6-7。 
32 據《晉書》本傳記載「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參軍，補章安令，徵拜太學博士，

遷尚書郎。揚州刺史殷浩以為建威長史。會稽內史王羲之引為右軍長史。轉

永嘉太守，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唐‧房玄齡等撰：《新校本晉書并附

編六種二》，頁 1544-1545 。 
33 唐‧房玄齡等撰：《新校本晉書并附編六種二》，頁 1544。在東晉名士中，

孫綽自許甚高，《世說新語‧品藻》有云「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

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劉宋‧劉義慶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

疏》，頁 521。 



 

 東晉《論語》學之經解特色──以孫綽《論語孫氏集解》為探討中心 47 

都有極高的造詣，《世說新語》中多見其暢談玄言的清談活動。34

《晉書》本傳云其人： 

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于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

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常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

不解，吏非吏，隱非隱」。 35 

孫綽出處用世之道主張自然與名教的相調和，〈遂初賦〉言「少慕

老莊之道」表達隱居之意，待其出仕後終身未隱，其「體玄識遠

者，出處同歸」自然與名教本不相衝突。36其觀點代表東晉士人普遍

的想法，他替劉惔作誄，言其「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

之心37」，認為真正的達人不必離俗傲物，並可以超脫的心態居官任

事，此為東晉士人的人格理想。38 

《晉書》本傳中記載其政治經歷「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參軍，補

章安令，徵拜太學博士，遷尚書郎。揚州刺史殷浩以為建威長史。

會稽內史王羲之引為右軍長史。轉永嘉太守，遷散騎常侍，領著作

郎39」，孫綽曾堅決反對桓溫在條件不具足的情況下北伐並遷都洛陽

（〈諫移都洛陽疏〉）40，可看出其積極入世的一面。其詩「蠻夷交

                                                           
34 如《世說新語‧排調》「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

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著弊絮在荊棘中，觸地挂閡。」

見劉宋．劉義慶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頁815。《世說新語‧

賞譽》亦有云「 孫興公、許玄度共在白樓亭，共商略先往名達。林公既非所

關，聽訖云：『「二賢故自有才情。』」同前書，頁 483。 
35 唐‧房玄齡等撰：《新校本晉書并附編六種二》，頁 1544 。 
36 「以謂體玄識遠者，出處同歸」（《世說新語‧文學》注），見劉宋‧劉義

慶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頁 270。 
37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389 。 
38 孫綽為王導、郗鑒、庾亮、褚褒、庾冰等名士作碑文，以及〈賀司空循今

贊〉、〈庾公誄〉、〈王長史誄〉、〈劉真長誄〉等文，都塑造一種自然與

名教合一的理想人格模式，可見這種人格理想是為當時人所企慕的。 
39 唐‧房玄齡等撰：《新校本晉書并附編六種二》卷五六《孫綽傳》，頁 1544-

1545 。 
40《晉書》本傳云：「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

朝廷畏溫，不敢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綽

乃上疏，桓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



 

48 《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 24 期 

跡，封豕充衢。芒芒華夏，鞠為戎墟。哀兼黍離，痛過茹荼41」、

「天未忘晉，乃眷東顧。中宗奉時，龍飛廓祚。河洛雖堙，淮海獲

悆。業業億兆，相望道著42」，言東晉偏安江左的時局變化，同時也

表明對山河殘破的哀痛，亦可看出孫綽用世之心。王建國認為東晉

南遷士族的個案研究，以太原中都孫氏為例。崛起於魏代的孫資，

孫氏在西晉已進入士族階層，其社會影響在東晉達到頂峰。43且孫氏

家學來自於儒學的傳統，其子弟學風外玄內儒的轉變，是維繫其家

族聲望及地位的重要條件。44余英時認為魏晉南北朝士大夫多儒道兼

綜，「遵群體之綱紀而無妨於自我之逍遙，或重個體之自由而不危

及人倫之秩序」，且儒學之受重視，乃因以家族為本位及應門第社

會之實際需要。45孫綽家學來自於儒學的傳統，在其任尚書郎議京兆

府君遷主禮，《晉書‧禮志上》「至康帝崩，穆帝立，永和二年七

月，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尚書郎孫綽

與無忌議同，曰：『太祖雖位始九五，而道以從暢，替人爵之尊，

篤天倫之道，所以成教本而光百代也』」46，可見其對禮的態度。但

其作為東晉知名的玄言詩人及玄學家，在其身上反映出文藝及玄思

交涉的特點，這也反映在注解《論語》上47，再加上其佛學的素養，

也加深了《論語》學研究的義理向度。 

                                                           

邪？尋轉廷衛卿，領著作。」唐‧房玄齡等撰：《新校本晉書并附編六種

二》，頁 1545-1547。據田餘慶之說法，認為桓溫隆和元年的上疏北伐乃欲以

虛聲威朝廷，以進逼中樞權力核心，但只有孫綽冒險陳詞。見田餘慶：《東

晉門閥政治》（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年），頁 172。 
41 孫綽：〈與庾冰詩〉十三章，見逯欽立：《先秦漢魏南北朝詩》（臺北：學

海出版社，1984 年），頁 898。 
42 孫綽：〈與庾冰詩〉十三章，見逯欽立：《先秦漢魏南北朝詩》，頁 898。 
43 王建國：《東晉南遷士族語文學》（上海：復旦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論

文， 2005 年），頁 125。 
44 王建國：《東晉南遷士族語文學》，頁 127-128。 
45 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臺北市：聯經，1980 年），頁

326。 
46 唐‧房玄齡等撰：《新校本晉書并附編六種二》卷五六《孫綽傳》，頁 605。 
47 如閻春新《魏晉南北朝論語學研究》一書，就有注意到孫綽注解《論語》注

文風格「辭理俱佳」的特點，頁218。身為玄言詩代表詩人，鍾嶸評其「世稱

孫、許，彌善恬淡之詞。」梁‧鍾嶸著，曹旭集注：《詩品集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頁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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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綽玄儒釋兼綜的學術立場及儒道調和的處世態度，吉川忠夫

認為必須從「迹」、「所以迹」的辯證來理解，他以孫綽的〈喻道

論〉「其迹則胡越，然其所以迹者，何嘗有際哉」，指出「迹」和

「所以迹」的概念是說明六朝精神史發展上極為重要的關鍵。

「迹」、「所以迹」的辯證來自於「盡管在儒佛之間存在著內外以

至本末的不同」，但『迹』只是具體的樣式，在『所以迹』具體樣

式，亦即根本理法是一致的，所以儒佛道兼習，也就是加深趨於

「所以迹」的睿智，因而精神上的無秩序狀態就決不會發生。48在

「隱逸思想」中他也指出，在老莊思想廣泛而普遍滲透的六朝時

代，隱逸思想已經成為士大夫普遍關心的問題，但從結果論而言

「不避世的逸民和不艱苦的隱逸」，出現不同以往的逸民型態，而

這也是作為門閥社會體制的穩定而確立。49以孫綽所歷的永和時期作

說明，《晉書》卷八《穆帝紀》有言永和時期政局「中外無事，十

有餘年」，也是東晉南渡以來少有的安定時期，但桓溫勢力興起也

是在此時期。當時外部條件是後趙石氏盛極而衰，永和七年，東晉

收復洛陽，說明北方混亂無主，江左形成一股北伐的浪潮，形成舊

都可復、升平在望的假象，永和十年桓溫廢殷浩總攬北伐之任，更

逐漸坐大，以致專擅朝廷。而永和安定的內部條件士族勢力的競爭

處相持局勢中，一時高下難判。自永和以來，人物風流、清言隽永

是此時期江左上層社會的特色，如《晉書》卷九三《王濛傳》就有

提及簡文帝與孫綽「商略諸風流人」他們品評人物，辨析明理，留

下軼聞軼事，在東晉一朝亦較集中。50也因此東晉士人產生新的名士

形象，能在內外本末關係上調和儒釋道。 

三、體玄識遠：引玄釋入儒的《論語》學視域 

孫綽《論語孫氏集解》三教交涉的詮釋立場，通過注解《論

語》來發揮自己的新解並闡述聖人的微言大義。因此對《論語》文

                                                           
48 〔日〕吉川忠夫著、王啟發譯：《六朝精神史研究》，頁 16。 
49 〔日〕吉川忠夫著、王啟發譯：《六朝精神史研究》，頁 19。 
50 詳參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頁 157-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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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的解釋、孔子形象的描述及孔門弟子的評價有別以往。以下就書

中重要觀念，透過經解之對照反映觀念字之解讀的時代變化及呈顯

孫綽之觀點在學術史的特色。 

 （一）玄 

  孫綽《論語孫氏集解》反映東晉玄風，其發玄言之注，涵蓋了

道、德、虛、理、神等不同面向，按此思想理路的轉變，從王弼言

「玄」乃「冥（也）默（然）無有也51」，而郭象《莊子‧大宗師》

注則言「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也52」，論者以為以「玄冥」之

說，取代王弼的「玄」，冥默無有，其中的關鍵在於王弼所言的玄

不免於語言之「忘」，而郭象則以「非無」論本體，故見物之自

生、獨化；以「無無」（「有無而未知無無也，則是非好惡猶未離

懷」）工夫，故「天下之情不同」，轉入工夫論超越語言而達物我

玄同的玄冥之境。53孫綽則將玄（道）之本體轉向與聖人修養論結合

（玄悟），並以此玄解《論語》，提出儒道調和的修德之道。 

關於玄學本體論的「道」作為「玄」的體現，孫綽以「道」來

評價事功，如〈八佾〉「功有餘而德不足。以道觀之，得不曰小

乎？」54一反傳統歷史功過論的評價，卻云「以道觀之」，從道之本

體言相對之辨。「絕域」一詞亦是孫綽指稱道德涵養最高境界（玄

悟之境）的特殊用語，如〈子罕〉「鑽之彌堅」，孫注云： 

夫有限之高，雖嵩岱可陵；有形之堅，雖金石可鑽。若乃彌

高、彌堅，鑽仰所不逮。故知絕域之高、堅，未可以力至也。
55 

                                                           
51 曹魏‧王弼著，樓宇烈校釋：《王弼集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 6

刷），頁 2。 
52 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台北：華正書局，1989 年），頁 257。 
53 蔡振豐：〈對反或連續：王弼與郭象思想的爭議〉，《臺大中文學報》第二

十四期（2006 年 6 月），頁 106。 
54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73。 
55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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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子罕〉同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句，孫注云： 

馳而不及，待而不至，不行不動，孰能測其妙所哉？56 

按皇疏云「向明瞻仰上下之絕域，此明四方之無窮也。若四方而

瞻，後為遼遠，故怳惚非己所定，所以或前或後也。」由瞻仰上

下、四方之無窮的空間描述來指稱孔子聖德的境界，同條注引江熙

云「慕聖之道，其殆庶幾。是以欲齊其高，而仰之愈邈；思等其

深，而鑽鑿愈堅；尚並其前，而俛仰塵絕，此其所以喟然者也」則

用抽象描述詞指稱孔子道德境界深不可測，難以望其項背。孫綽則

不從孔子道德人格的思想境界來評價，卻云「絕域」之「高、

堅」，將高妙的思想境界以物質性字眼來表述，但道卻為無形無

相，有別於有形之堅。「絕域」用以指稱德顯於道之狀態，乃「馳

而不及，待而不至，不行不動」之不可追逐的最高境界。 

「玄同」亦可指默識神會的境界，如〈先進〉「回也非助我者

也，於吾言無所不悅」孫注云「所以每悅吾言，理自玄同耳。非為

助我也，言此欲以曉眾且明理也。」57同條注引孔安國曰「助，猶益

也。言回聞言即解，無可發起增益於己也」，皇疏「顏淵默識，聞

言悅解，不嘗口諮於我，教化無益」，皆針對孔子對顏回的教導著

眼，孫綽卻進一步引申，認為意在「理自玄同」、「曉眾且明

理」，顏回對孔子之言心領神會，並非只是欣然於孔子之言、佐贊

其說而已，而是要「理自玄同」，對真理的體認並無二致。「曉眾

且明理」意即以顏回為榜樣，讓眾弟子都能達到其體玄任道的道德

境界。 

又「玄」有遮撥的作用，其義見於〈顏淵〉「子張問明，子

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

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孫注云： 

                                                           
56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217。以下皇疏、江熙注皆《論

語義疏》同條例句所引。 
57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268。以下孔安國、皇疏皆《論

語義疏》同條例句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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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明而及遠者，其有高旨乎？夫賴明察以勝讒，猶火發滅之以

水，雖消災有方，亦已殆矣。若遠而絕之，則佞根玄撥，鑒巧

無迹，而遠體默全。故知二辭雖同，而後喻彌深，微顯之義其

在茲乎？58 

同條注引馬融曰「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之

也」乃就字面解釋，言「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之德行高遠

境界。而孫綽之解則進一步發揮，「明察以勝讒」為治標之方，而

「遠而絕之」之玄撥的工夫，則能除「佞根」達致「鑒巧無迹，而

遠體默全」的玄悟之境。「玄」體現在聖人之德的內蘊及呈顯於外

的行為、境界表述，如「朗然自玄悟」（〈為政59〉）作為修德工夫

呈現；「然玄風遐被，大雅流詠」（〈八佾60〉）謂聖人其言及德的

廣大影響；又，「夫體神知幾，玄定安危者」（〈子罕61〉），玄指

稱因應萬變的能力，玄悟知機即能達致玄妙不可知的境界─

「神」。「玄」之意涵，如「玄悟」、「玄定」等用法，也涉及佛

理，以其〈遊天台山賦〉為證，其賦 144 句，呈顯玄學內涵就有 87

句，觀其「玄」字之義，文云： 

悟遣有之不盡，覺涉無之有間。泯色空以合跡，忽即有而得

玄。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於三幡。恣語樂以終日，等寂默於

不言。渾萬象以冥觀，兀同體於自然。62 

李善注並引王弼語釋「玄」云「言有既滯有，故釋典泯色空以合其

跡。……然王（弼）以凡有皆以無為本，無以有為功，將欲悟無，

必資於有。故曰，即有而得玄也」63，言「以無為本」，「因無以全

有」、「因有以明無」之本末關係。孫綽認為此種有無關係尚非究

                                                           
58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304。以下馬融之說為《論語義

疏》同條例句所引。 
59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26。 
60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79。 
61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210。 
62 梁‧蕭統編，李善注：《文選注》（臺北市：世界書局，1962 年），頁 146-

149。 
63 梁‧蕭統編，李善注：《文選注》，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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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應如佛教之泯除色（現象、有）與空（本體、無）的分別，有

無雙遣、泯色空、即有得玄、同體自然。「消一無於三幡」以佛理

解「無」， 以色、色空、 觀釋玄學本體之「無64」，蜂屋邦夫認為

此從佛教、玄學的立場來敘述悟的內容，不再區別現實和現實之

空，將現實本身與真理等同，憑藉現實亦能得真理之妙，和「出處

同歸」的精神是相通的。65這也是將孫綽視為最早三教一體思想家的

定評而立論的。66 

 （二）理     

        「理」的概念產生於對物自身各種因素相互關係的認識，67東晉

前中期文學作品皆以「理」一字貫串。68理是必然趨勢中所蘊含的規

律性，此決定自然界、社會和人生發展過程趨勢中不可抗拒、認識

的必然性，同時作為自然的力量完全是自然而然、不得不然的，此

種客觀規律即是「理」。張立文解釋此「理」言： 

理本身是一無規定性，正是這無規定性的一般，是具有形體的

萬有的邏輯根據。有形必有生，有生必有理。形、生、理雖不

同，卻有賓主之別。雖然萬物萬殊，但都離不開理。……理似

乎是萬物統一者或聯繫的中介。69 

「至理」作為最高的統御法則，而一般事物亦各有分殊之理。這種

個別之理為物體自身的各個因素之間有穩定的相互關係，構成一定

的秩序，這即是物的理。70如孫綽之言「天地萬物之理」，見〈為

                                                           
64 梁‧蕭統編，李善注：《文選注》，頁 149。注云「三幡，色，一也；色空，

二也；觀，三也。言三幡雖殊，消令為一，同歸於無也。」 
65 〔日〕蜂屋邦夫著，隽雪艷、陳捷等譯：《道家思想與佛教》，頁 141。 
66 〔日〕蜂屋邦夫著，隽雪艷、陳捷等譯：《道家思想與佛教》，頁 115。 
67 李申：《中國古代哲學與自然科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1993 年 1 刷），頁 60。 
68 錢志熙：《魏晉詩歌藝術原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1993 年 1

刷），頁 390。 
69 張立文：《中國哲學範疇發展史（天道篇）》（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年

2 刷），頁 556。 
70 李申：《中國古代哲學與自然科學》，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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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五十而知天命」例，孫注云「大易之數五十，天地萬物之理

究矣。以知命之年通致命之道，窮學盡數，可以得之71」，將「理」

與「命」及「數」聯結起來，天地萬物之理作為一種客觀規律的表

現，體現在萬物分殊的秩序中，而對於「理」的認知和實踐，萬物

的生滅都受自然冥運的影響，任何事物都離不開這種自然冥運力量

的安排，因而體現在人之榮辱、貴賤等機運，此即為「命」與

「理」之間內在的聯繫而使這種規律的意涵更具體化，並以「數」

易徵易知的特性來明「理」之意，認為宇宙間一切變化，都有

「理」及「數」所呈現出的規律可掌握，凡此可透過「窮學」來把

握，並體現在聖人的修德上。 

        按魏晉所言之「理」為事物發展的規律，且具有客觀必然性，

又體現在行事的準則及倫理的規範上，故〈為政〉「君子周而不

比」條，孫注「理備故稱周，無私故不比也72」，行事周全的前提是

來自於「理備」，「理備」即是信念原則，更是聖人道德修養的價

值體現，「不比」即無私，說明士大夫處世的原則必須循理而動，

無私不偏，較孔安國注「忠信為周，阿黨為比」，更能反映時代精

神與風尚。又，〈八佾〉「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一則，

孫注云「諸夏有時無君，道不都喪。夷狄強者為師，理同禽獸

也」，73孔子傷時之亂故有此嘆，「諸夏有時無君」於東晉是否意指

桓溫於咸安元年間誅夷為己宿怨而又宗強的庾氏、殷氏人物，置簡

文帝於皇帝地位實總攬大權，確立己之權威地位，皇權低落實等同

無君。74孫綽卻認為夷狄強者為師，行如禽獸，是否意指自後趙石氏

盛極而衰，北方混亂無主？孫綽此注反映了東晉的政治現實，

「理」也代表了一種歷史的應然和必然性。另一則注解也值得注

意，在〈先進〉「殺父與君，亦不從也」一則，孫注云： 

                                                           
71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26。 
72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35。 
73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52。 
74 詳參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頁 17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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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子者皆政事之良也，而不出具臣之流，所免者唯殺之事，其

罪亦豈少哉？夫抑揚之教不由乎理，將以深激子然。以重季氏

之責也。75 

孔子言仲由、冉求只可稱之為「具臣」聊備臣數，但「殺父與君，

亦不從也」，同條注引孔安國「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為大逆也」

皆依字意解釋，皇侃針對「具臣」言「言今由、求二人亦不諫，諫

若不從則亦不去，不可名此為大臣，則乃可名為備具之臣而已

也。」繆協76稱中正曰「所以假言二子之不能盡諫者，以譏季氏雖知

貴其人而不能敬其言也」皆認為仲由、冉求不能盡進諫之責，皇侃

認為道不同不能去亦為二子之失，繆協更批判季氏不能敬二子之

言。孫綽則出以新意，認為二子為政事之良卻不能阻止大逆之事，

因此言其有罪，「抑揚之教」為毀譽褒貶之道，不由乎理乃不依常

情直言之，以此深意曉諭子然，並言季氏之重責，此則「理」乃言

因應世務之常理、法則。 

        孫綽言「理」之例，又融以佛理，如〈述而〉「弋不射宿」

條，孔安國曰「釣者，一竿釣也。網者，為大綱以橫絕流，以繳係

釣，羅屬著鋼也。弋，繳射也。宿，宿鳥也」就原典字面解義，孫

注則云「殺理不可頓去，故禁網而存宿（釣）也」77，從佛理言「殺

理」，「頓」為立刻，乃言戒殺之理，如不能立刻戒殺，故先以彈

性處之。試較皇侃疏「周孔之教，不得無殺，是欲因殺止殺，固同

                                                           
75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287。〈先進〉原文為「季子然

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

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

『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以下孔安國、皇

疏、繆協注皆《論語義疏》同條例句所引。 
76 繆協，《晉書》無傳，生平事迹不詳。其《論語》注，《隋書‧經籍志》、

陸德明《經典釋文》都未有記載，皇侃《論語義疏》徵引 27 條，因而得以保

存至今。繆協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唯一一位在注《論語》時引用中正之言的注

家。此中正官應是當時繆協所尊奉之人。見王雲飛：〈繆協《論語》注玄學

思想研究〉，《孔子研究》2004 年第 3 期，頁 106。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

書》收有繆協《論語繆氏說》一卷（45 卷，頁 10-17）。 
77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174。以下皇疏、繆協注皆《論

語義疏》同條例句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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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有殺也」，繆協曰「將令物有生路，人殺有節，所以易其生而難

其殺也」，皆言取物以維繫生命之「殺」乃不得已，故因取之有

節，由此衍伸出「止殺」及「難其殺」之理，可見孫綽理路明顯不

同，其義重在言戒殺。在孫綽〈喻道論〉針對「殺」理有一番論

難，「或難曰：報應之事，誠皆有徵。則周、孔之教，何不去殺，

而少正卯刑，二叔伏誅耶？」孔子誅殺少正卯、周公平定管蔡之亂

皆得其正，如何談「去殺」？孫綽認為「謂聖人有殺心乎？曰：無

也。答曰：子誠知其無心於殺，殺故百姓之心耳」，且「聖人知人

情之固于殺，不可一朝而息，故漸抑以求厥中」，78認為聖人無心於

殺，有殺之意仍是凡夫之心，因此重心仍在「戒殺」，前文「不可

頓去」，此所言「漸抑」可為之證。 

 （三）命與時 

《論語》全書結束於「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可知是否能成

就「君子之道」關鍵在於「知命」，孫綽注解《論語》對「命」亦

有所發揮。孔子言「命」，一則為「天命」，一則為「命運」。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顏淵79〉），生死壽夭、富貴窮達皆由

「命」注定，因此人對上天的謙卑來自於「畏天命」（「小人不知

天命而不畏也」〈季氏 80〉），又「五十而知天命」（〈為政
81〉），承認天命的同時，但也肯定人的作為（「知其不可而為之」

〈憲問82〉），因此「命」是盡一切人為的努力而無可奈何的因素。 

孫綽對「命」之注解，見於〈先進〉「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

命死矣」，孫注「不應生而生為幸，不應死而死曰不幸83」，原文指

針對顏回早死曰「不幸」，孫綽則就人生之有限性及不可抗拒之命

                                                           
78 梁‧僧佑編：《弘明集》（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174。 
79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302。 
80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432。 
81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167。何晏注、皇疏皆《論語義

疏》同條例句所引。 
82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383。 
83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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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在人事，認為不應生與不應死有幸與不幸之別，命定遠非人智

力所能知，「中古熱衷辯論命定論與偶然論，事實上偶然與宿命必

然相互依存84」，因此孫綽此注更有辯證的意味，「不幸」乃針對顏

回之死而有此言，但「不應生而生」之幸者有僥倖之意，似意有所

指。85對於不可知之「命」如何掌握與理解？孫綽針對《論語》「知

命」概念作出了新詮釋，辯證生死及幸與不幸，認為惟有超越生

死，才能突破富貴窮達之限，且人之幸與不幸也非凡夫之智所能知

曉，繼則將孔子的「君子」總結於「聖人」之道。對於「知命」之

解，在〈為政〉「五十而知天命」，孫注則直接以大易推演展現天

地圖式並肯定人的積極作為，其云： 

大易之數五十，天地萬物之理究矣。以知命之年通致命之道，

窮學盡數，可以得之，不必皆生而知之也。此勉學者之至言

也。86 

按〈述而〉「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何晏注

「《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

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也」，皇疏「《易》有大演之數五十，是窮

理盡命之書，故五十而學《易》也87」，可知孫綽承襲何晏聖人五十

學易以通致命之道的理路，以知命之年推究天道，但何晏云「窮理

盡性」，皇疏云「窮理盡命」，孫綽卻言「窮學盡數」並強調後天

之「學」，不須生而知之以勉學者，以儒學為根柢，並透過象數

(「大易之數五十」)通達天人之學（「天地萬物之理究矣」）。蜂屋

邦夫認為孫綽以「大衍之數」界定了天地萬物之理，並規定了其與
                                                           
84 楊玉成：〈詩與時：陶詩與中古時間詞語〉，《東華漢學》第 11 期（2010 年

6 月），頁 117。 
85 同樣針對顏回之死亦見〈雍也〉「哀公問曰：『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

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

學者也」，皇疏云「凡應死而生曰幸，應生而死曰不幸。若顏子之德，非應

死而今死，故曰『不幸』也。命者，稟天所得以生，如受天教命也。天何言

哉？設言之耳。但命有短長，顏生所得短者也。」皇疏認為此則在諷哀公

「蓋有以為當時哀公濫怒貳過，欲因答寄箴者也」。梁‧皇侃撰，高尚榘校

點：《論語義疏》，頁 126。 
86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26。 
87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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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問之關係，值得注目88，而福永光司則注意到此注融以佛理的特

點，認為此乃指聖人獲得真理漸悟的過程，因此必須透過修行的努

力。89孫綽將大易之數五十的宇宙本體的探討，由天地萬物之理進而

通達人事，歸之於「窮學盡數」，透過可窮之「數」而掌握，並認

為此為「勉學者之至言」，都可見孫綽對《論語》的創造性發揮。 

對於人生運命、死生窮達思考的概念除了「命」還有「時」，

運命有死生的絕對之分，此為人所以存在之必然性，但人之存在的

現實卻有窮達貴賤之差異。「時」可指稱不斷流逝的時間，對於處

於窮達境遇的人而言，則指稱時機；而「時」體現為對命運的理

解，作為變化的客觀形式存在，同時又由「命」所牽制。言「時」

之例，見於〈泰伯〉「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已」，孔安國

釋「穀」之義為「善」，「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

及也，所以勸人於學也」，皇疏「勸人學也。穀，善也。言學三年

者，必至於善道也。若三年學而不至善道者，必無此理也，故云

『不易得已也』」，孔安國及皇侃釋義皆著重在「學」，而孫注則

云： 

榖，祿也。云三年學足以通業，可以得祿，雖時不得祿，得祿

之道也。『不易得已』者，猶云不易已得也，此教勸中人已下

也。90 

將「穀」釋之義為「祿」，亦見〈憲問〉「邦有道，穀。邦無道，

穀，恥也」，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其祿也」。91孫綽

之釋義就《論語》語境而有所發揮，其云「三年學足以通業，可以

得祿」，「此教勸中人已下也」可知三年學與得祿之間的必然性乃

為中才以下之人的理解，但聖人通業知時，知曉「不得祿」為

「時」，為客觀規律變化使然，因此「得祿之道也」乃云對於

                                                           
88 〔日〕蜂屋邦夫著，隽雪艷、陳捷等譯：《道家思想與佛教》，頁 138。 
89 〔日）福永光司：《魏晉思想史研究》，頁 90。 
90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195。以上孔安國、皇疏皆《論

語義疏》同條例句所引。 
91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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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祿」之不強求。〈衛靈公〉亦有云「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

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92」透

過學習修德，「祿」即隨之而來，孫綽之解更相應孔子視富貴於浮

雲、以「德」修「道」的理念。 

另，「時」解釋為對時間的看法，見於〈子罕〉「逝者如斯

夫！不舍晝夜」，鄭玄曰「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也」、皇

疏亦釋之「逝，往去之辭也」，孫注則言「川流不舍，年逝不停，

時已晏矣，而道猶不興，所以憂嘆也」，93更強調「逝」字隱含的時

間性，憂嘆「時已晏矣，而道猶不興」轉而為對孔子傷道之不行的

詮釋。孫綽注「年逝不停，時已晏矣」表現出其對時間的理解，

「『逝』不再是孔子說話者的觀點，而轉向老子的存有觀點，存有

的離去（逝）敞開了時間（綻出），形成不斷消逝的悲劇感」河流

成為普遍時間的隱喻。94其「憂」之慨嘆表現在時間的體貌，又見於

其〈三月三日蘭亭詩序〉，以水喻指時間的流逝並解釋人興感之

由，人之樂悲繫於窮達，「樂與時去，悲亦系之。往復推移，新故

相換，今日之迹，明復陳矣95」，強調此一當下光景的不可留存，表

現出對物的悲感與時間觀，而這種對物之悲感，又具有超越時的延

續性。由其詩文亦可證，孫綽對「時」的看法，除了視為對命運的

理解，反映在中古的存有時間，又理解為對人之存有的議題。 

（四）德 

觀孫綽「德」字解，單字概念用例見〈八佾〉「管仲之器小

哉」何晏注「言其器量小也」皇疏「器者，謂管仲識量也。小者，

不大也。言管仲識量不可大也」，皆不出管仲器識大小之見解。孫

                                                           
92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410-411。 
93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224。鄭玄注、皇疏皆《論語義

疏》同條例句所引。 
94 楊玉成：〈詩與時：陶詩與中古時間詞語〉，頁 67。 
95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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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則云「功有餘而德不足。以道觀之，得不曰小乎？96」孫綽將器量

之小大從「以道觀之」角度言之，將「德」與「道」聯結。按「以

道觀之」見於《莊子‧秋水》「以道觀之，物無貴賤97」，莊子從

「道」的角度泯除相對的價值觀，孫綽卻從「道」的角度評價管仲

的貢獻，可知「功」、「德」為對舉的概念，乃至有小大之辨。 

而〈述而〉「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孫

注「聖人德合於天地，用契於四時，不自昏於聖明，不獨曜於幽

夜。98」「德」是聖人道德主體的德性義，以「德合」將主體德性義

又賦予道德實踐之意，有別於《論語》原意「用行舍藏」出仕與否

的價值義。又，〈子罕〉「鳳鳥不至，河圖不出，吾已矣夫」條

例，皇疏「夫時人皆願孔子有人主之事，故孔子釋己不得以塞之

也。」又繆協曰「夫聖人達命，不復俟此乃知也。方遺知任事，故

理至乃言。所以言者，將釋衆庶之望也99」，凡此，皆將重點放至孔

子是否能行道於世，孫注則云： 

孔子所以乃發此言者，以體大聖之德，弟子皆稟絕異之質，壘

落殊才，英偉命世之才。蓋王德光于上，將相備乎下，當世之

君咸有忌難之心，故稱此以徵己之不王，絕不達者之疑望也。
100 

皇疏及繆協之解重點都放在孔子「王」與「不王」之辯證，故言

「時人皆願孔子有人主之事」及「釋衆庶之望也」，孫綽之注亦是

「徵己之不王，絕不達者之疑望」之理路。按《易‧繫辭傳下》有

云「萬夫之望」，「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101，言

君子知機變化，為萬民所景仰，韓康伯注「此知幾其神乎」102，因
                                                           
96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73。以上何晏注、皇疏皆《論

語義疏》同條例句所引。 
97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577。 
98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159。 
99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215。以上皇疏、繆協注皆《論

語義疏》同條例句所引。 
100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215-216。 
101 曹魏‧王弼著，樓宇烈校釋：《王弼集校釋》，頁 563。 
102 曹魏‧王弼著，樓宇烈校釋：《王弼集校釋》，頁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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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萬夫之望」的聖人在於能「知幾」。孔子從「鳳鳥不至，河圖

不出」，感嘆王者盛世不再，而孫綽則從自然天地的變化之理體悟

到人事的應對進退之道，高舉孔子的「大聖之德」，並進而將

「德」與政治權力的連結，以解孔子不王之惑，「王德」指孔子有

王者之德，弟子亦皆為將相之才，對於孔子道之不行推因於當世之

君咸有「忌難之心」。但此則河圖洛書之解，隱然又將治世歸諸於

不可知之「天命」，孫綽則更強調「當世之君」的忌難之心，應有

影射當時皇權低落、桓溫專擅把持朝政，為「不達者之疑望」人才

無法出頭尋求合理化解釋。 

       「德茂」例，見於〈為政〉「四十而不惑」，孔子自述其學思

歷程，孫注云「四十強而仕，業通十年，經明行修，德茂成於身，

訓洽邦家，以之蒞政，可以無疑惑也」103，他具體指出孔子所言之

「不惑」為強仕之年得以「蒞政」，將「不惑」的重點轉為是孔子

經歷多年修習、「德茂成於身」的條件結果，「德茂」指道德內蘊

充實足以蒞政，而「經明行修」即是「德茂」的必要條件。因此扣

緊「學」之概念，孫綽肯定德術雙修的學習結果，而此聖人的形象

也適用東晉士大夫階層，作為晉階修身的具體依據。又「德音」

例，見於〈八佾〉「儀封人請見」，孫注云： 

達哉封人！栖遲賤職，自得於懷抱，一觀大聖，深明於興廢，

明道內足，至言外亮。將天假斯人以發德音乎？夫高唱獨發，

而無感於當時，列國之君莫救乎聾盲，所以臨文永慨者也。然

玄風遐被，大雅流詠，千載之下，若瞻儀形。其人已遠，木鐸

未戢，乃知封人之談，信於今矣。104 

以往的注家皆是針對儀封人的言論而發揮，如孔安國注「言天將命

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鄭玄僅注「儀，蓋衛下邑也。封

人，官名也」，但孫綽卻認為儀封人本身也是聖人，故云「達哉封

人！棲遲賤職，自得於懷抱」（皇疏亦有云「時孔子至衛，而封人

                                                           
103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25。 
104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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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賢者，故謂諸弟子，求見於孔子也」）。105其見識「一觀大聖，

深明於興廢」，因此「明道內足，至言外亮」，藉其言發「德

音」。「玄風遐被，大雅流詠」，則言孔子之德澤流芳後世，卻用

了「玄風」一詞。「其人已遠，木鐸未戢，乃知封人之談信於今

矣」肯定封人之言（「君子之至於斯也」）及孔子的貢獻。 

        進一步說明「德音」一詞，按「德音」一詞見於《詩經》，如

《邶風‧日月》「乃如知人兮，德音無良」，毛傳「音，聲。良，

善也」，箋云「無善恩意之聲語於我也」。106此「德音」一詞，屈

萬里認為「德音，語言也。凡稱他人之語言，謂之德音」，107因此

「德音」應為一客觀中立之語詞。李德龍則認為「德音」應視為並

列式詞語而非偏正式詞語，「德音」是對外在「言行」的描述性表

達，反映衡量品評個體人格高低的標準。108孫綽「德音」解，為天

假斯人（封人）以發孔子之「德音」，指孔子之善言令語，將「德

音」理解為有德者之言詞，與《詩經》之用法已有不同，蘊含主觀

之德性義。109 

                                                           
105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79。以上孔安國注、鄭玄注、

皇疏皆《論語義疏》同條例句所引。 
106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收於《重刊宋本十三

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不著出版年），頁 78。 
107 屈萬里：《詩經詮釋》（臺北市：聯經，1983 年），頁 50。 
108 李德龍：〈《詩經》所見「德音」考論〉，《北方論叢》第 2 期（總第 238

期）（2013 年），頁 124。 
109 以《世說新語》出現之「德音」為例，凡四例。如《世說新語‧言語》「陶

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為恨。仁祖聞之曰：『時無豎刁，故不貽陶

公話言。』時賢以為德音」（頁 107-108）、《世說新語‧賞譽》「林公謂

王右軍云：『長史作數百語，無非德音，如恨不苦。』王曰：『長史自不欲

苦物』」（頁 472）、 《世說新語‧言語》「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

人私庭講習。車武子難苦問謝，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

二謝。』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

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頁 144）、 《世說新語‧傷逝》「戴公見林

法師墓，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理緜緜，不與氣運俱盡

耳！』」（頁 643） 皆指善言令語，可知時人「德音」用法。見劉宋‧劉義

慶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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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處同歸：三教交涉的聖人形象 

「聖人」觀念在魏晉時是清談所討論的重心之一，又為玄學家

在建立其理論時所援用，孫綽注解《論語》建構其玄儒的形象，也

提出「聖人」模式的理想範本。按其注中的「聖」字及其所構成的

相關詞，其所謂的「聖人」除了指孔子的道德形象外，也寄寓了儒

釋道調和的理想人格，而對顏、孔地位的提高，110也揭示出其獨特

的聖人論。試觀東晉士人的生命建構，作為理論表述，其思想核心

著重在個人的修養問題以及在現世的安身立命。當以「玄」為中心

理論時，個體要如何才能透過玄悟的方式體道？孫綽認為只有聖人

才能達致道德境界。《論語孫氏集解》中的「聖」字及其所構成的

相關詞，都指稱超常的智慧及道德境界的呈顯，其「聖人」一詞也

專指孔子的道德境界及修為，並藉此提出修聖的涵養模式—

「學」，以將其「玄悟」的內涵落實。此外，東晉歷經覆亡的事

實，在東晉初期玄風已為人所批判，士人也不斷調整他們的行為模

式，所以「聖人」的人格標準便具有實踐的意義，這種模式也一直

影響東晉的思想文化。名教與自然定義的界定，乃因不同的理解對

象而產生認知的差異，因此可理解為在解釋儒釋道調和與否的問

題，而表現在人的行為上就成為一種行為模式，東晉門閥士族的群

體意識也即是企慕這種名教與自然合一的理想人格。 

        觀其其「聖」字意涵，如「大聖」（〈八佾〉111）、「大聖之

德」（〈子罕〉112）、「聖人德合於天地」（〈述而〉113）、「聖

人無心」（〈子罕〉114）、「亞聖」（〈公冶長〉115）。可知，1.

                                                           
110 本田成之在《中國經學史》「晉之經學」即指出，「當時老莊、佛教流行，

對於孔子、顏回都作為超人看待，所以於其一舉一動，都看作從方便而來

的。因為當時老莊、佛教流行，孔子、顏回只討論人間事業，當時的人不能

滿足。」見〔日〕本田成之著，孫俍工譯：《中國經學史》（桂林：灕江出

版社，2013 年），頁 170。 
111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79。 
112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215。 
113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159。 
114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210。 
115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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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字可指稱孔子及顏回的聖人形象，具有人格標準高下之分，

因此以「大」、「亞」區分之（大聖、亞聖）；2.指聖人之德行，

包含內在主體德性及顯於外的實踐義（德合）；3.具有聖人應接世

事的境界之描述（無心）。而孫綽建構以「道」（玄）為中心的理

論時，在現世人生的安頓需具備怎樣的條件和方法才能達致聖人的

境界，孫綽提出了玄儒的聖人形象。以下說明孫綽《論語孫氏集

解》中「聖人」一詞所引發的一些重要觀念。 

（一）玄儒風範與形象 

孫綽在陳述「聖人」觀念時，提出了聖人的人格標準。他所提

出的「聖人」，究其義包括了二種內涵：一是超然絕俗的人格型

態，此實為其所架構的完美的理想人格，亦為修聖之道提供終極性

的目標。在孫綽的《論語孫氏集解》中「大聖」的形象皆是專指孔

子；而另一則是世俗可及的「聖人」，如顏回之「亞聖」，可透過

「學」而達致，此亦是「聖人」的另一種現世型態。孫注孔子形象

的道學化，見〈為政〉「六十而耳順」條例，鄭玄注「耳順，聞其

言而知其微旨也」，王弼云「耳順，言心識在聞前也」，孫注則

云：  

耳順者，廢聽之理也。朗然自玄悟，不復役而後得，所謂『不

識不知，從帝之則』也。116 

孫綽強調耳目感官的虛寂狀態，玄悟後的清明即不為物役，讓心識

保持朗然玄悟的狀態，自能玄覽萬物。而「不識不知，從帝之則」

離形去知、順任自然之理，來描述孔子的聖人形象—六十歲具有智

慧能明辨是非、無得失毀謗。按「不識不知，從帝之則」，《詩

經‧大雅‧皇矣》有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117」，鄭箋云「其為

                                                           
116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26。以上鄭玄、王弼注皆《論

語義疏》同條例句所引。 
117 《詩經‧大雅‧皇矣》「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

義》，頁 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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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天之道尚誠實貴自然也
118」，屈萬里《詩經詮釋》云「高誘注呂覽及淮南子，皆以『不謀

而富，不慮而得』釋不識不知。二語言不必多所謀慮，但順上帝之

法則而已119」；《列子‧黃帝》亦有云「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

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張湛

注云「夫能使萬物咸得其極者，不犯其自然之性也。若以識知制物

之性，豈順天之道哉120」，孫綽將「順」字改為「不識不知，從帝

之則」，以老莊玄悟、順應自然之理來解孔子之意，故言「廢聽之

理」，從內在精神的鍛鍊與涵養言道德境界。「不識不知，從帝之

則」順應自然之理，依晉人對「自然」的態度，吉川忠夫認為，所

謂的「自然」是展開各種樣式的六朝士大夫精神，作為解明其構造

上重要的關鍵詞，意指「物即自然，也就是作為『自為而然的東

西』而其自體自生和存在」，因此自然「其實也不是名教」以外的

什麼東西，只是本身已經存在，並非作為應該超越的名教，而是作

為應該肯定的自然121」。孫綽在〈喻道論〉有云「虛寂自然」，將

「虛寂」與「自然」並舉。其言「應感順通，無為而無不為者也，

無為故虛寂自然122」，孫綽此解可理解為聖人修道之實踐及境界稱

說，描述了體虛「虛寂自然」的玄悟境界，前提則是要「無為」。

王澧華認為虛與玄，為一聲之轉，「虛者，無也。魏晉玄學語境中

的『無』，則是玄而又玄，不可言說的。因此，當時詩文，時常可

見『虛』、『玄』對舉，或是『虛』、『玄』並稱123」。孫綽則進

一步將「虛」的概念轉入聖人的修養論及體道境界的表述。此外，

玄悟、體玄必須去其情，孫綽在《論語孫氏集解》批判了「常情」

與「人情」，如「常人情也」（〈為政〉124）、「人情莫不好名」

                                                           
118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頁 573。 
119 屈萬里：《詩經詮釋》，頁 474。 
120 《列子‧黃帝》亦有云：「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

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楊伯峻撰：《列子集釋》（北京：中

華書局，1991 年三刷），頁 143。 
121 〔日〕吉川忠夫著，王啟發譯：《六朝精神史研究》，頁 24-25。 
122 梁‧僧佑編：《弘明集》，頁 176。 
123 王澧華：《兩晉詩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 167、169。 
124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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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冶長〉125）、「常情所畏」（〈子罕〉126），而對治之法則

分別為「心平秉一」、「去華保性」、「無心」。其〈三月三日蘭

亭詩序〉亦有云「情因所習而遷移，物觸所遇而興感127」，常人任

情習遷、物觸興感，孫綽認為「情」乃因「習」所生，皆是不近性

的表現。可知其認為習乃欲之好惡所生，故有偏頗，而性則為天性

之本然，因言「保性」。因此常人任情違理，而聖人稟其性、秉一

無心則能去其情累。 

        孫綽提及「無心」一詞，見於〈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

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

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孫注有云： 

  畏匡之人說皆衆家之言，而不釋『畏』名，解書之理為

漫。夫體神知幾、玄定安危者，雖兵圍百重，安若太山，豈有

畏哉？雖然，兵事阻險，常情所畏，聖人無心，故即以物畏為

畏也。128 

皇疏云「心服曰畏。匡，宋地名也。于時匡人誤以兵圍孔子，故孔

子同物畏之也」認為匡人兵圍之，孔子面對威脅仍有畏懼之意。針

對此則，孫注則認為理解的關鍵在於「畏」字，並且直言對諸家的

解釋不滿意，直接云孔子為「體神知幾，玄定安危」的聖人，兵事

阻險雖為常情所畏，但孔子為體神知幾的聖人，臨危泰然，且言

「聖人無心，故即以物畏為畏也」，認為聖人無心，形同而神異，

表面上看似畏懼兵事，但實際上則坦然臨之無動於衷，又能超然一

切。試觀「體神知幾，玄定安危」句，能達致此境界有賴於修為

（體、知），故能對天命的變化了然於心（神、機），「神」字在

於天命之不可為人力所測卻又能牽動人命運的未知，「機」則是聖

人能感知並進行人之作為的時機關鍵。因此聖人經修養而達致的精

                                                           
125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119。 
126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210。 
127 孫綽：〈三月三日蘭亭詩序〉，見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

文》（引《藝文類聚》四，《初學記》四），頁 384。 
128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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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境界名之曰「玄」，「定」則指稱精神的凝聚專一，形諸於外則

為超然之「無心」，無心則能超越物畏，揭櫫聖凡之別，孫綽以

「無心」言聖人如何因應萬有俗務之變化，將玄言之無心說巧妙地

調和儒道。室谷邦行認為此「同物畏之」條例，在說明孔子即使為

兵所包圍，全然無所畏懼，之所以表現害怕的樣子，是反映一般人

的心情。聖人是無心的，不得不以眾人之畏為畏。應用《老子》的

理論，其論據為「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四十九章），

因為無心，落到現實便可能以各種形態（有）出現。且「人之所

畏，不可不畏」（二十章），更足以證之。129 

又，〈述而〉「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馬融曰

「申申、夭夭，和舒之貌」，孫注亦云「燕居無事，故云心內夷和

外舒暢者也」130，說明典型的孔子形象，但值得注意的是，孫綽用

「內」、「外」來描述閑居無事的儒者風範為其新意。又在〈微

子〉「君子不施其親」句，孔安國曰「施，易也。不以他人親易其

親也」，孫注「不施，猶不偏也。謂不惠偏所親，使魯公崇至公

也」，131雖強調不私不偏即聖人「無私」胸襟的體現，此說顯然不

符合孔子原意不廢其親之意。 

言及內聖之道，〈子罕〉「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孫綽注云

「智能辨物，故不惑也」、「安於仁，不改其樂，無憂也」，132以

守智安仁解釋「君子之道」，不惑、無憂指稱聖人境界。又〈公冶

長〉「寧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

及也」，孫注云「人情莫不好名，咸貴智而賤愚，雖治亂異世，而

矜鄙不變。唯深達之士，為能晦智藏名以全身遠害。飾智以成名者

易，去華以保性者難也。」133寧武子愚不可及之境界，只有「深達

                                                           
129 室谷邦行著，陳靜慧譯：〈皇侃《論語集解義疏》──六朝疏學的展開〉，

收於松川健二編，林慶彰等合譯：《論語思想史》，頁 132-133。 
130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155。 
131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492。 
132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230。 
133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1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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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士」能及，晦智藏名、去華保性以立身行世，此皆說明玄儒的形

象及風範。 

（二）體仁無違、擬聖之道 

孫綽《論語孫氏集解》內聖之道具有形而上意義的玄學基礎，

並將討論的重點放在心性問題的探討，有別於傳統儒家關注於社會

現實面。其認為聖人修德實踐仁道之方，可透過具體的規律來把握

「道」（「窮學盡數」〈為政〉），因此對於「學」的重要性給於

予充分的肯定。他認為「中人」及「中人已下」者可透過學習而成

德，134「孔顏」向來被視為魏晉人倫品鑒的典範型人物，魏晉人倫

品鑒亦存在著盛擬「顏子」的現象。而「擬聖」活動的具體表現，

也顯示在形塑理想人格之生命型態的探尋上。135首先就「聖人」所

呈現出的型態作一探討，第一種「聖人」的內涵而言，這種完美的

理想人格，達致超俗的精神層次，在《論語孫氏集解》中大聖的形

象往往皆指稱孔子，但大聖之境界往往不可及，因此孫綽特別標舉

出顏回「亞聖」的形象。在言好學時，孫綽特別標舉出顏回，不同

往賢例注，他將顏回的形象提高至幾至孔子的境界，在〈學而〉

「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孫注「顏氏之子一簞一瓢，人

不堪憂，回也不改其樂也。136」肯定其安貧樂道的人生態度，在

〈公冶長〉「未知，焉得仁？」孫注則云： 

      大哉仁道之弘!以文子平粹之心，無借之誠。文子疾時惡之

篤，棄馬而逝，三去亂邦，坐不暇寧，忠信有餘，而仁猶未

足。唯顏氏之子，體仁無違，其亞聖之目乎？137 

                                                           
134 見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夫忠信之行，中人所能存全」

（〈公冶長〉），頁 123；「此教勸中人已下也」（〈泰伯〉），頁 195。 
135 吳冠宏：《走向嵇康──從情之有無到氣通內外》（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

出版中心，2015 年），頁 30。 
136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20。 
137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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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疏云「其能自去，只可得清，未知所以得名為仁也」，孫綽則就

顏回體仁的形象發揮，認為顏回為實踐孔子仁道之力行者，一般中

才之人亦可透過學習達致聖人境界。按顏回在魏晉時代被公認作

「上賢」，地位在虞舜等聖人之下，138因此對顏回的尊崇、時聖擬

顏回，是為魏晉時期的擬聖之道。如〈公冶長〉「不如丘之好學

也」，孫注： 

夫忠信之行，中人所能存全，雖聖人無以加也。學而為人，未

足稱也，好之至者必鑽仰不怠，故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

則亡。』今云十室之學不逮於己，又曰：『我非生而知之，好

古敏而求耳。』此皆陳深崇於教，以盡汲引之道也。139 

他指出修聖的實踐之道在於「鑽仰不怠」，其不同的觀點來自於認

為學而為人、修持忠信皆是「中人所能存全」，只有顏回可稱之

「好學」，顏回的「好學」是與儒家的修聖分不開的，但孫綽繼而

從晉人的觀點轉入對「學」的看法，「十室之學，不逮於己」又將

「學」解釋成知識學養的意涵，並總結於「好古敏而求」的學習態

度，認為如此有助於教化，同時能「盡汲引之道」，對人才的引薦

及提拔有所幫助。〈述而〉「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

夫！」孫注則有更進一步玄學人格的說明，其云： 

聖人德合於天地，用契於四時，不自昏於聖明，不獨曜於幽

夜。顏齊其度，故動止無違，所以影附日月，絕塵於遊場也。
140 

指出聖人「德合於天地，用契於四時」的理想人格及境界型態，唯

有顏回可與之媲美。「顏齊其度，故動止無違」，意指以聖人為行

止的依據就能避免犯錯，孫綽進一步發揮，「絕塵於遊場」對於出

遊田獵的場所就能避之。 

                                                           
138 王葆玹：《玄學通論》（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996 年），頁 545。 
139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123。 
140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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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應注意的是，孫綽認為行仁修德也會有力有未逮之時，如

〈子罕〉「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孫注云「常事皆脩而行之，若

有所興立，卓然出乎視聽之表，猶天不可階而升，從之將何由也。

此顏、孔所絕處也。141」孫綽對於原文的發揮，認為常理智識所

及，可透過脩而得之，但「興立」應別有所指，意指有所舉措但又

不易為之，是顏孔也難以做到的，且此例解將顏回置於孔子之前，

也是應留意之處。孫綽評價歷史人物也呈顯出行仁的形象及修德的

內涵，如〈顏淵〉論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孫注

云： 

謂子路心高而言信，未嘗文過以自衛。聽訟者便宜以子路單辭

為正，不待對驗而後分明也。非謂子路聞人片言而便能斷獄

也。142 

孔安國注言「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

獄者，唯子路可也。」認為一般人須兩辭定是非，唯子路可偏聽明

是非；孫綽則以肯定子路的立場，揭示子路「心高而言信」的品德

內涵，故可不必聽取雙方之言詞即能斷明是非。因此綜上所言，不

論「玄同」或「德合」，都是內心境界的稱說，內心湛然無為，不

論自身、外界都保持一種自然的狀態，也為立身處世提供理論的依

據。 

五、結論 

永嘉亂後，名教危機隨玄風渡江，傳統舊禮法不足以適應已變

的社會狀態，因此如何革新舊禮法以安頓新價值，使情禮之間得到

調和，可說是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東晉以後禮玄雙修的學風便是

在此情勢下發展起來的，經過東晉一兩百年的禮玄雙修，再加上佛

教，名教的危機才被化解。143吉川忠夫也認為當時名士對「自然」

                                                           
141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218。 
142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頁 311。以下孔安國注亦《論語

義疏》同條例句所引。 
143 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頁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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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把握，也使士族的基礎得以穩固「由六朝士大夫所建立的門閥貴

族制社會，其多層性的階層秩序本身在通過『自然』概念加以說明

的時候，應該說作為曾經否定名教性體制的原理本身，同樣在外部

的保護構造之下，當下則變成了維持體制的角色」，先天稟受的

「分」，對於後天是不可避免、不可逃避及附加的，因此貴賤的秩

序還是嚴格地得到確保的。144而東晉時期的經學教育與博學風氣也

與當時的學術風尚緊密相關，而儒學的研究尚未能受到關注，而孫

綽作為東晉時期的名家，其涉及的領域包含儒學、玄學、文學、佛

學等方面，吉川忠夫認為以儒學、佛學為例，孫綽既能從內外關係

上來把握，不僅認識到作為「迹」彼此的不同，還認識到其間一定

的價值序列。145也說明在理解孫綽的文本必須思想其不同領域的彼

此交涉，其《論語孫氏集解》今雖已未能見全貌，但仍有其學術價

值，如「蘊味宏深，而辭饒清麗，晉客吐屬，別有一種風韻」146的

評價，說明孫綽注解的特色。「蘊味宏深」指長於義理發揮，「辭

饒清麗」則是文字秀雅。閻春新則注意到其行文「多四言且雜之以

五言」，又使用了佛教詞語。147 

        總結孫綽《論語孫氏集解》透過玄理的建構，會通儒道完成對

《論語》的解釋，因此聖人形象及修聖之道為其關注的重點。其玄

解《論語》的注解方式不僅對前代研究成果提出質疑、駁難，也具

有不盲從成說的學術理性，充分顯示「義解」的注經風格和理論創

新，諸如殺理、窮學盡數、德音、玄悟……等新術語或新解的使

用，有別於漢代論語學章句訓詁的解經的方式，表現在思維方式上

具有玄學的思辨色彩。加之東晉玄學的繼續發展，其注解也反映出

當時獨特的時代背景及東晉文人的生命建構，至於個人應如何在現

世中安身立命則為其基本立場。本文對孫綽玄解《論語》之特色，

所得之初步結果如下： 

                                                           
144 〔日〕吉川忠夫著，王啟發譯：《六朝精神史研究》，頁 26。 
145 〔日〕吉川忠夫著，王啟發譯：《六朝精神史研究》，頁 16。 
146 參見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論語孫氏集解》序，頁 378。 
147 閻春新：《魏晉南北朝論語學研究》，頁 21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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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以「玄」為中心的理論時，個體要如何才能透過玄悟的方

式體道？孫綽認為只有聖人才能達致道德境界。《論語孫氏集解》

中的「聖」字及其所構成的相關詞，都指一種超常的智慧及道德境

界的呈顯，其「聖人」一詞也專指孔子的道德境界及修為，並藉此

提出修聖的涵養模式──「擬聖」，以將其「玄悟」的內涵落實。 

對「命」的思想性詮釋。孫綽就人生之有限性及不可抗拒之命

體現在人事提出質疑，不應生與不應死應如何界定？命定遠非人智

力所能知的前提下決定了幸與不幸，因此透過「學」（修德）則為

現世人生安頓及具體可行之方。「命」有富貴窮達及死生的絕對之

分，此為人所以存在之必然性，但人之存在的現實卻有窮達貴賤之

差異，「時」可指稱不斷流逝的時間，對於處於窮達境遇的人而

言，則指稱時機；而「時」體現為對命運的理解，作為變化的客觀

形式存在，除了視為對命運的理解，反映在中古的存有時間，又理

解為對人之存有的議題。 

「德」是聖人道德主體的德性義，以「德合」將主體德性義又

賦予道德實踐之意。孫綽又將器量之小大從「以道觀之」角度言

之，將「功」、「德」視為對舉的概念做價值判斷，乃至有小大之

辨。「德茂」則是指道德內蘊充實足以蒞政，而「經明行修」即是

「德茂」的必要條件。因此扣緊「學」之概念，肯定德術雙修的學

習結果。 

進而以「窮學盡數」並強調後天之「學」言聖人論，透過象數

（「大易之數五十」）通達天人之學（「天地萬物之理究矣」）。

「聖」之意涵有三：1.「聖」字可指稱孔子及顏回的聖人形象，具

有人格標準高下之分，因此以「大」、「亞」區分之（大聖、亞

聖）；2.指聖人之德行，包含內在主體道德性及顯於外的道德實踐

義（德合）；3.具有聖人應接世事的境界之描述（無心）。並提出

了玄儒的聖人形象。 

       「理」指向萬事萬物的發展規則，為人類社會發展客觀過程的

必然趨勢，其中所蘊含的規律性、不可移易且具有客觀必然性，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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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在行事的準則及倫理的規範上，而道德倫理的意涵亦適用於政

治原則，又融以佛理則為其獨創。 

孫綽的《論語孫氏集解》呈顯東晉《論語》學之時代特色，也

說明了其「引玄釋入儒」之經解方式在經學及儒學研究的特殊地

位，孫綽作為三教交涉理論融攝的思想家及文學家，此作也反映了

東晉中期貴族階層思想的一個重要側面，在東晉《論語》學研究具

有學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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